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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賦史”與入周南士撰史風氣

——兼論北周南士所撰梁史為《梁書》史源

摘要

《哀江南賦》作為庾信最重要的作品，奠定了庾信的文學史地位。該賦素有“賦史”之稱，自侯景之亂至梁亡之重要史事，皆有涉及，且不乏翔實的歷史細節。筆者仔細比照《哀江南賦》與相關史籍，發現不論是侯景之亂始末之勾勒、某些重要史事的細節、重要武將的事蹟，還是對關鍵人物的褒貶，《哀江南賦》均與《梁書》呈現出極高的一致性。這其中的原因，在於梁朝南士流寓北周之後，曾有一股撰著梁史的風氣。一方面，庾信寫作《哀江南賦》之時，正是這股撰史風氣盛行之際；另一方面，入北南士所撰梁史，正是《梁書》的重要史源。

一 前言

《哀江南賦》作為庾信最重要的作品，奠定了庾信的文學史地位。該賦素有“賦史”之稱，自侯景之亂至梁亡之重要史事，皆有涉及，且不乏翔實的歷史細節。其敘梁武、簡文二帝之見戮，若史書之有本紀也；敘諸武將之抗敵平亂，若史書之有列傳也；論梁亡之因，若史書之有論讃也；敘家風世德、受成書之遺訓，若史書之有自序也。

筆者仔細比照《哀江南賦》與相關史籍，發現不論是侯景之亂始末之勾勒、某些重要史事的細節、重要武將的事蹟，還是對關鍵人物的褒貶，《哀江南賦》均與《梁書》呈現出極高的一致性。

這其中的原因，在於梁朝南士流寓北周之後，曾有一股撰著梁史的風氣。一方面，庾信寫作《哀江南賦》之時，正是這股撰史風氣盛行之際；另一方面，入北南士所撰梁史，正是《梁書》的重要史源。

始自詩三百，中國文學有一種以詩賦諷喻家國興亡的傳統。庾信不少“鄉關之思”的作品，是承接了這個傳統的。而《哀江南賦》能承繼這個傳統，要歸功於背後一套翔實的梁末史料，以及一種成熟而敏銳的史家智識。而這兩者，很可能來自於入北南士撰史風氣盛行之時，庾信參與其中，與劉璠、姚最、蕭大圜、裴政等人共同回憶、撰寫、討論，從而共享的梁末歷史的史料與觀點。尤其是考慮到《哀江南賦》的寫作時間，很可能就在預麟趾學校書之時，正是入北南士彙聚一堂、撰史風氣盛行之際，麟趾殿的藏書給他們提供條件，南士彙聚一堂又使得他們能交換、分享經歷、史料及觀點。

入北南士撰寫梁史，一方面讓庾信寫作《哀江南賦》有了堅實的史料，或者說《哀江南賦》很可能是庾信參與撰史的“副產品”，另一方面又稱為唐修《梁書》的重要史源，故而《哀江南賦》與史籍呈現出極高的一致性，以“賦史”的性質及其文學性，奠定了庾信的文學史地位。

二 北周南士所撰《梁典》、《梁後略》等梁史為《梁書》史源考

姚察、姚思廉父子所修《梁書》，較完備地記錄了梁代歷史。據《舊唐書·姚思廉傳》，姚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而卒。
唐初，姚思廉“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並推究陳事，刪益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
《隋書•經籍志》著錄梁史著作共十七種，均未注亡，唐初自當尚存，且第一種即是謝昊
所撰《梁書》，所謂“思廉又採謝昊諸家梁史”，當即指此十幾種梁史著作。其中有姚察撰《梁書》帝紀七卷，姚振宗認為，“此《帝紀》七卷蓋卽姚思廉藍本之僅存者”，
也就是說，姚察撰梁、陳二史而“未畢功”，
梁史部份蓋僅有此《梁書帝紀》七卷，故姚思廉須“採謝昊諸家梁史”，博採眾家，才能續成父書。

《隋志》著錄梁史著作十七種，其中北周南士所撰有四種，為劉璠《梁典》、姚最《梁後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及裴政《梁太清錄》。此四部書均已散佚，但《梁典》、《梁後略》尚存若干佚文，與姚思廉《梁書》比對，有六條記錄極為相似，列表如下：

	劉璠《梁典》、姚最《梁後略》佚文
	《梁書》相關記載

	劉璠《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爲晉安王侍讀。”（《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八人事部十九引
）
	《梁書·徐摛傳》：徐摛，字士秀，……起家太學博士，……高祖謂周舍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以摛為侍讀。

	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呉人。父緒，特進，有重名。充少不拘細行，肆意畋放。時緒請假還呉，始入西郭，值充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遥望見父，乃脫韝放膺紲犬，向舟而拜。緒曰：‘一身兩役無，亦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歳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緒曰：‘若過而能改，乃顔子矣。’及明年，乃一朝易操，尋師就學，博覽今古，鬱爲名士。”（《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一宗親部一引）

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特進，有重名。充該通《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何良俊《語林》卷二十六引
）
	《梁書·張充傳》：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遊。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絏脫，拜于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也，六嵗解屬文。梁興，除鎭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文選》卷第三十八六臣註引
）
	《梁書·王僧孺傳》：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人，……六岁能属文。

	劉璠《梁典》曰：“子野曾祖松之，元嘉中受詔續修《宋史》，未成而卒，子野欲繼成先業。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宋畧》二十卷。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嘆其述作曰：‘吾弗逮也。’”（何良俊《語林》卷八引）
	《梁書·裴子野傳》：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

	《梁後略》曰：“丙午，軍帥蕭方等至于長沙，河東王譽率左右七千人，置陣登髙以禦之。方等兵精衆盛，暗江水滿，争來赴戰。俄尔之間，方等衆潰，譽軍以騎汩之，悉皆透水。方等與左右二百餘人馳往赴舟，舟中之指可掬，方等溺于江中。”（《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三兵部五十四引）
	《梁書·蕭方等傳》：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時河東王為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為戚。


	《梁後略》曰：“賀革之往江陵也，意甚不恱，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答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所，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辟，卿其行乎！革因頷之，遂往荆州。”（《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四十）
	《梁書·元帝紀》：初，賀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禦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從之。


從上表六條對比材料，尤其是字句幾乎一致的徐摛、張充、裴子野及元帝四條，可以看出，姚思廉撰《梁書》的確參考了劉璠《梁典》、姚最《梁後略》兩部書。與庾信有“賦史”之稱的《哀江南賦》相關，本文主要關注《梁書》梁末侯景之亂前後的相關記載，即梁武帝太清元年侯景反至梁元帝承聖三年西魏攻陷江陵此近十年間戰亂之事，其史料來源問題。入北梁朝舊臣所撰梁史，《隋志》著錄有四種，其撰寫情況考察如下。

題劉璠撰《梁典》三十卷。《周書·劉璠傳》云劉璠“著《梁典》三十卷，行於世”，傳末史臣曰：“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
可見當時士子撰梁代史者不少，劉璠《梁典》著述頗精，故能以“近代之佳史”而“行於世”。考《文選》六臣注、《太平御覽》等書所引劉璠《梁典》約四十條，大抵梁武帝一朝之事，該書蓋特詳於此也。

題姚最撰《梁後略》十卷。姚振宗考《史通》、《太平御覽》所引佚文，以為“似其書起于太清侯景之亂，及元帝王琳蕭莊之事，不知迄于何時”。
章宗源考得《史通》所引一條、《太平御覽》所引七條之內容，涉及“陸納襲巴陵，乘水攻城，驃騎方食甘蔗，曾無遽色；又太寶元年，與西魏結盟送質，相約為兄弟之親；又河東王譽禦蕭方等兵，方等溺於江中；又上自長沙寺移住天居寺，北兵射書城內；又褚羅率其下五百人，乘大艦水戰；《人事部》賀革因江，革言夢湘東王必當璧，遂往荆州”，
可見姚氏之說不差，且對於侯景之亂以後的梁代歷史，《梁後略》記錄殆頗為翔實生動，故而能有“陸納分其衆，輕舸掩襲巴陵，晨至城下。驃騎始命諸將㑹議，乃出自壘門，坐胡床以望之。賊乘水來攻，矢下如雨，人情搔擾，莫不震懼。而驃騎方食甘蔗，曾無遽色”此類頗為精彩的細節描寫。

題蕭世怡撰《淮海亂離志》四卷。《淮海亂離志》作者有異說，《隋書·經籍志》謂蕭世怡撰，《周書》稱蕭圓肅撰，劉知幾《史通》及《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稱蕭大圜撰，姚振宗以為當以《史通》及兩《唐志》為是。
蕭大圜是梁簡文帝蕭綱之子，《周書》稱其“幼而聰敏，神情俊悟”，侯景弒殺簡文帝，大圜潛遁獲免。侯景之亂平，蕭大圜返歸建康，無所依託，寓居佛寺。後得王僧辯助往江陵投奔蕭繹，蕭繹性忌刻，故屏絕人事，不妄遊狎。江陵陷，入西魏。及周明帝“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秘合。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
所撰《淮海亂離志》，《隋志》注曰“敍梁末侯景之亂”，蕭大圜親身經歷了金陵、江陵兩次喪亂，故能翔實撰述之。《周書》更稱蕭大圜“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並文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亦著錄蕭大圜撰《梁魏舊事》三十卷，當即《周書》之《梁舊事》。

不題撰人《梁太清錄》八卷。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曰：“按《史通》一再言‘裴政《太清實錄》’，則是書裴政所撰也。《隋書》列傳‘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仕梁元帝，歷周入隋，至襄州總管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錄》十卷’，《北史》作《承聖實錄》亦十卷，不言有《太清實錄》。按梁元帝承聖改元之前三年，猶稱太清年號，此《太清錄》，其卽裴政之《承聖實錄》歟。”姚氏此說可信據，梁大寶元年至梁元帝承聖改元之前，此三年梁元帝以簡文帝受制於侯景，猶稱太清年號，故裴政此書當是記錄梁武帝太清元年至梁元帝即位前六年之間的史事。據《隋書·裴政傳》記載，西魏圍荊州，蕭詧威脅裴政以援兵不能至騙降荊州城，裴政偽許之，而冒殺身之禍以實告城中，與蕭大圜可謂梁之忠臣孝子矣。且侯景之亂，裴政以將軍親經征戰，所撰《梁太清錄》當與蕭大圜《淮海亂離志》一樣，是記錄侯景之亂的詳細史料。

要之，入周南士所撰梁史，見錄於《隋書·經籍志》而可考者，為劉璠《梁典》三十卷、姚最《梁後略》十卷、蕭大圜《淮海亂離志》四卷及《梁舊事》三十卷、裴政《梁太清錄》八卷，前兩者均可證實是唐初姚思廉所修《梁書》的史料來源，後兩者或未有佚文、或佚文不足，無法與《梁書》進行比對，但這些書既然同時見錄於《隋志》，與同時見錄的其他梁史（如梁太清之前所修或陳代士子所修）稍作比較，又是梁末歷史最翔實的記錄（對比附錄對《隋志》所錄另外十二部梁史的考察），故而應當是唐初修梁史、尤其是梁末歷史最重要的史源。

在著作大量散佚的情況下，入周南士所撰梁史，仍有可考撰者四人、可考史書五部。可以推想，梁朝南士流寓北周之後，曾有一股撰著梁史的風氣，《哀江南賦》的寫作很可能與此有關。

三 庾信“賦史”之史料、褒貶與《梁書》的一致性

《哀江南賦》的寫作，其背後應當有一套翔實的梁末史料，以及一種成熟而敏銳的史家智識。少了這兩者，但憑庾信的才華與感情，也只能有一篇《歸魂賦》之翻版，
而不能成就此洋洋“賦史”之作。《哀江南賦》敘梁武帝之身被困逼不能視朝、餓死賊手，簡文帝之紙鳶求援、終被弒殺，蕭繹之平亂承帝業、又敗於西魏，若史書之有本紀也；敘王琳之運米，羊鴉仁之為賊敗，韋粲、江子一兄弟之抗敵戰死，羊侃之善於防守、不幸疾卒，柳仲禮之晚節不保，王僧辯之勤王平亂，若史書之有列傳也；論梁亡之因，為梁朝君臣之沉迷於釋教與玄學，為喪亂前後蕭氏子弟之蕭牆內起，若史書之有論讃也；敘家風世德，父之卒於戰亂，己之受立身、成書遺訓，若史書之有自序也。
侯景之亂之主要史事，《哀江南賦》幾乎均有涉及，將其剖析開來，以顏之推《觀我生賦》為參照，可以將此問題看得更清楚（參考附表）。

其一，從梁武帝養子蕭正德篡逆附賊，到援兵不力、侯景晝夜圍攻臺城，到韋粲、江子一、羊侃等功臣的英勇抗敵，到梁武帝、蕭綱之見弒，到王僧辯的勤王平亂、蕭繹承帝業於江陵，到蕭繹攻巴蜀、西魏伐江陵而蕭詧會之，到陳霸先篡位代梁，《哀江南賦》均有相當筆墨敘述，勾勒出整個侯景之亂的始末；《觀我生賦》則有許多重要史事不能涉及，不如《哀江南賦》之完整記錄。而《觀我生賦》（包括顏之推自注）所詳敘的蕭繹與蕭譽、蕭詧叔侄互相攻襲之事，與蕭繹攻巴蜀之蕭紀、蕭綸一樣，是蕭氏之蕭墻內禍不息，故《哀江南賦》詳彼而不及此。

其二，《哀江南賦》涉及許多歷史細節，如臺城被圍、蕭綱放紙鳶求援，梁武帝膳食被侯景裁抑、疾餒而亡，江子一戰亡、賊軍感其勇而歸其元等等，相比之下，《觀我生賦》則要少得多，故其歷史記錄亦遠不如《哀江南賦》那般豐滿。

其三，《哀江南賦》敘王琳、羊鴉仁、韋粲、江子一兄弟、羊侃、柳仲禮、王僧辯、胡僧祐之事蹟，《梁書》均有翔實本傳，與賦中所敘亦能一一照應，可見這些人都是侯景之亂中的重要武將。《觀我生賦》僅有一句言及王僧辯、胡僧祐，上述其餘武將皆一無所及。
其四，《哀江南賦》涉及不少庾信未經歷之事。
且不說庾信承聖二年（公元554年）出使北周之前，賦中涉及史事之多，或有一時兩地者，庾信恐不能一一親歷；僅庾信入北不返，其後之事如西魏伐江陵、軍至襄陽而蕭詧率兵會之，江陵敗亡之日以族去國者眾多（“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梁朝貴賤盡被擄辱、入北為奴婢，王僧辯納蕭淵明為梁嗣等等，均為庾信所不能親見。《觀我生賦》所記之事，則皆為顏之推所親歷，且其特詳於蕭繹之事（包括與蕭譽、蕭詧之內禍），以顏之推自少事蕭繹、為其左常侍之故也；特詳於郢州失守之事，以顏之推為蕭繹世子方諸之管記、隨之出鎮郢州之故也。

其五，《哀江南賦》所記史事，無論梗概抑或細節，無論庾信親歷與否，《梁書》均有相應之記錄，且兩者記載均一致。《觀我生賦》（包括顏之推自注）所記則有與《梁書》不合，或《梁書》失載之處，如記蕭繹世子方等攻河東王蕭譽、為亂兵所害，蕭繹發怒增兵，《梁書》則曰方等乃溺水而亡，蕭繹聞之不戚；再如記杜岸兄弟怨岳陽王蕭詧而夜降蕭繹，《梁書》則曰蕭繹與杜岸兄弟有舊而密邀之也；再如記褚顯族夜間叛逃蕭繹、致使蕭詧戰敗，則不見載於《梁書》。

梁末的侯景之亂，整個南朝四方騷動，戰事不斷。而個人的經歷總是有限的，不論是沈炯作於陳朝的《歸魂賦》，還是顏之推作於北周滅北齊之時的《觀我生賦》，僅憑一己之經歷與記憶，涉及史事總歸有限；相比之下，經歷與沈炯、顏之推相差不遠的庾信，所作《哀江南賦》涉及人物、史事之廣，若無豐富史料為支撐，是難以想像的。

不僅如此，《哀江南賦》與《梁書》對梁末人物所持褒貶態度，尤其是對梁元帝及王僧辯的評價，也表現出驚人的一致。對梁元帝蕭繹的褒貶與評價，以顏之推《觀我生賦》及何之元《梁典·總論》為參照，可列表對比如下：

	庾信《哀江南賦》
	顏之推《觀我生賦》
	何之元《梁典·總論》
	史書

	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
	既定以鳴鸞，修東都之大壯。自注：“詔司農卿黃文超營殿。”
	世祖聰明特達，才蓺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爲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蓍龜之妙。明筆法于馬室，不愧鄭玄；辨雲物于魯臺，無慚梓愼。至于帷籌將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絶，扶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鯨鯢旣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旋駕東都，禋祀宗祊，淸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口宇文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夷虜乘釁，再覆皇基。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于斯。
	《梁書·元帝紀》：稟性猜忌，不隔疏近，禦下無術，履冰弗懼，故鳳闕伺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
《南史·梁本紀》：內積猜忍，外崇矯飾，……而複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舍宗國，遠迫強鄰，外弛藩籬，內崇講肆。

	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
	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自注：“孝元自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為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必敗。”
	
	

	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

又：荊門遭廩延之戮，夏首濫逵泉之誅。蔑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底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
	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及荊王之定霸，始讎恥而圖雪。

又：西土之有眾，資方叔以薄伐；撫鳴劍而雷吒，振雄旗而雲窣。

又：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
	
	


從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顏之推《觀我生賦》對梁元帝持明顯的褒揚態度，何之元《梁典·總論》更是不吝讚美之詞，僅於文末歎息梁元帝不當遷都江陵。庾信《哀江南賦》與《梁書》、《南史》，卻都以為梁元帝的稟性猜忍、言多忌刻，對其不急侯景之難而先逞蕭牆之恨也加以揭露與批判。

對侯景之亂中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王僧辯，《哀江南賦》與《梁書》也展現出一致的褒貶態度：

	《哀江南賦》
	《梁書》

	司徒之表裡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


	《梁書·王僧辯傳》：僧辯信復擬其體以喻梁朝之興廢焉。觀其辭旨悽切，略同於《哀江南賦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臺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矣！


《哀江南賦》肯定了王僧辯勤王平亂的功績，但又認為他不當納蕭淵明為梁嗣，最終受戮於陳霸先。庾信《擬連珠》云“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亦是此意。《梁書·王僧辯傳》之“史臣曰”當是姚思廉，亦持完全一致的觀點。

可見，不論是侯景之亂始末之勾勒、某些重要史事的細節、重要武將的事蹟，還是對關鍵人物的褒貶，也不論庾信親歷與否，《哀江南賦》的史料記載與褒貶態度，與《梁書》均呈現出極高的一致性。上文提到，梁朝南士流寓北周之後，曾有一股撰著梁史的風氣，他們所撰梁史又是《梁書》的重要史料來源，尤其是侯景之亂部份。如果庾信《哀江南賦》的寫作與這股撰史風氣有關，那麼《哀江南賦》與《梁書》的一致性則不難理解了。

四 庾信“賦史”與北周南士撰史風氣之關係

上文提到《隋志》所錄入周南士撰梁史者四人，其中劉璠、姚最及蕭大圜都曾與庾信同預麟趾殿校書。據《周書•庾季才傳》記載，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庾信與王褒、庾季才補為麟趾學士。《周書·明帝紀》稱參與麟趾殿校書者有八十餘人，姓名可考者僅十餘人，包括庾信、劉璠、姚最、蕭大圜及王褒等人，當爲校書活動的重要人物。不過，“史籍所載的入北梁代士人中大部份都曾先後參與麟趾殿的活動，因此麟趾殿校書已可以算是‘羈旅梁朝文士’這一文化集團整體參與，而非零星南人個體加入的文化活動”。
庾信有《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一詩，乃是就與麟趾殿校書與劉璠的唱和，
詩中向劉璠袒露“連雲雖有閣，終於想江湖”的心境，可見與劉璠關係不凡。庾信與姚最、蕭大圜雖未有唱和詩作流傳下來，但作為梁朝文士一同參與了麟趾殿的校書活動，應該也有相當的交往。

而根據史籍記載考察，麟趾學士的主要職責，包括刊校典籍、編撰大型著作（如《世譜》）、制定曆法、修撰史書，以及文學唱和活動等。劉璠等人所修梁史，“很有可能是他們的個人著作，未必在麟趾學中有組織地編修的，然而麟趾學的藏書以及眾多入北南人彙聚一堂的氛圍無疑對其有相當大的幫助，可以說，麟趾學士的身份促成了他們對梁朝歷史的編纂”。
裴政是入周南士中較具實權者，入北之初即以忠臣聞名，長於經史又撰有《梁太清錄》八卷，是否參與了麟趾殿校書雖無法考實，但據此推測是極有可能的。《隋書》卷八七《藝術傳·庾季才傳》載“（季才）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瑴、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庾信與裴政、王褒、庾季才既常為文酒之會，庾信又有《和裴儀同秋日》詩，是與裴政唱和之作，
詩曰：“蕭條依白社，寂寞似東皋。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蒙吏觀秋水，萊妻紡落毛。旅人嗟歲暮，田家厭作勞。霜天林木燥，秋氣風雲高。栖遑終不定，方欲涕沾袍。”亦是詠懷言志之作，王褒也有《送別裴儀同詩》，他們彼此間的關係可能頗為親密。

在著作大量散佚的情況下，入周南士所撰梁史，仍有可考撰者四人、可考史書五部，可以想見，在麟趾學的藏書以及入周南士彙聚一堂的氛圍，很可能導致一種撰寫梁史的風氣在他們之間盛行。我們知道，始自兩晉，撰史的風氣非常興盛，梁人又特別重視近代史的編纂。並且，南朝的私家撰史有著一股潛流。
入周南士的撰史風氣，應當是這股風氣與潛流的延續。

有學者認為，庾信很可能寫過一部關於梁代興亡的史書。徐寶余考察了庾信作品中明確表達其史家意識之處，其中“在死猶可忍，為辱豈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一思探禹穴，無用鏖皋蘭”（《擬詠懷二十七首》其二十）、“信身世等於龍門，辭彩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哀江南賦》）這兩處，絕不是簡單地套用司馬遷之典，而很可能也是受父之顧託撰史，並認為庾信“撰史的目的和對象是很明確的，即要寫一部關於梁代興亡的歷史”。
而劉知幾《史通·核才》又云：“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升尤工復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裡無咎，蓋亦難矣。”徐寶余考察了羅含等人的歷史著作，認為“劉知幾所論八人，除江總、庾信外，其餘都有相關的歷史著作問世。其所謂“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者，當是指這一點。並非泛評他們的詩文。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庾信也有相關的著作。只是由於歲月的湮沒，未能流傳開來”。

即便庾信未曾撰著一部梁史，在他與劉璠、裴政等人的交往中，以親歷者的身份為他們提供相關史料，甚至直接參與史書的撰寫，也都是很有可能的。那麼，他們共同接觸、討論或撰寫的梁史，便會成為庾信寫作《哀江南賦》的史料支撐。換句話說，他們共享的梁史史料與觀點，乃是《哀江南賦》的知識背景。而劉璠、姚最等人所撰的梁史，又是《梁書》的重要史源，所以《哀江南賦》與《梁書》在史實上的切合，包括主要人物《梁書》均有傳，便不難理解了。

另外應當注意的是，在人物褒貶上，入周南士所撰梁史對傳主所持褒貶態度，即便不會直接影響唐初修《梁書》者的評價，他們對史料的取捨也會直接影響到後人的判斷。

而始自詩三百，中國文學有一種以詩賦諷喻家國興亡的傳統。庾信不少“鄉關之思”的作品，是承接了這個傳統的。如《擬連珠》四十四首，倪璠注云：“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陸機復引舊義以廣之，謂之《演連珠》。信復擬其體以喻梁朝之興廢焉。觀其辭旨悽切，略同於《哀江南》之賦矣。”而《哀江南賦》與《歸魂賦》、《觀我生賦》，都是一種將身世浮沉與家國興亡結合起來的形式，這很可能是當時風行南北的一種賦體形式。而《哀江南賦》在“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喻梁朝之興廢”上，比之《擬連珠》四十四首，史料愈詳，褒貶愈顯，是繼承之中又有發展。

總之，在參與麟趾殿校書活動的入周南士文化團體中，曾有一股撰寫梁史的風氣。麟趾殿的藏書給他們提供條件，南士彙聚一堂又使得他們能交換、分享經歷、史料及觀點。不論庾信自己是否曾撰寫梁史，這股風氣都為《哀江南賦》的寫作提供了史料支撐。考慮到《哀江南賦》的寫作很可能就在庾信預麟趾殿校書之時（詳參附論的考證）
，《哀江南賦》敘述了完整的喪亂始末，涉及梁末眾多人物的事蹟及豐滿的歷史細節，是離不開這股撰史風氣。
附錄 《隋書·經籍志》所錄梁史非入周南士撰者之考辨

姚察、姚思廉父子所修《梁書》，較完備地記錄了梁代歷史。據《舊唐書·姚思廉傳》，姚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而卒。
唐初，姚思廉“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並推究陳事，刪益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
《隋書•經籍志》著錄梁史著作共十七種，均未注亡，唐初自當尚存，且第一種即是謝昊
所撰《梁書》，所謂“思廉又採謝昊諸家梁史”，當即指此十幾種梁史著作。其中有姚察撰《梁書》帝紀七卷，姚振宗認為，“此《帝紀》七卷蓋卽姚思廉藍本之僅存者”，
也就是說，姚察撰梁、陳二史而“未就”，
梁史部份蓋僅有此《梁書帝紀》七卷，故姚思廉須“採謝昊諸家梁史”，博採眾家，才能續成父書。

《隋志》著錄梁史著作十七種，其中北周南士所撰有四種，為劉璠《梁典》、姚最《梁後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及裴政《梁太清錄》。本文第二章已作考察。
與庾信有“賦史”之稱的《哀江南賦》相關，本文主要關注《梁書》梁末侯景之亂前後的相關記載，即梁武帝太清元年侯景反至梁元帝承聖三年西魏攻陷江陵此近十年間戰亂之事，其史料來源問題。《隋志》著錄梁史著作十七種，除梁武帝撰《通史》，注曰“起三皇訖梁”，明顯不在此範圍內，其他十六種可稍加考察。此十六種著作，除上述北周南士所撰四種，尚有十二種，亦當稍加考察。

題梁中書令謝吳撰《梁書》，
本一百卷，《隋志》僅存四十九卷。《史通·正史》曰：“《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祕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値承聖淪沒，並從焚蕩。”可見謝吳所撰《梁書》，僅為梁武帝一朝歷史，且下限必在侯景之亂以前。《隋志》另有題周興嗣撰《梁皇帝實錄》三卷，均注曰“記武帝事”，則亦是如此。又，《隋志》題謝吳撰《梁皇帝實錄》五卷，注曰“記元帝事”，則當載錄元帝一朝史事。

題陳領軍大著作郎許亨撰《梁史》五十三卷。據《隋書·許善心傳》，許亨《梁史》由其子善心續修而成。許亨卒於陳，
而“善心九歲而孤”，
以其年歲，必不能詳知梁末之亂。而許善心自云其父之《梁史》，值“梁室交喪，墳籍銷盡”之時，“所撰之書，一時亡散”，可見許亨修續之時，父書已所剩無多。況此《梁史》五十三卷已是殘本
，於梁末之亂恐不能詳記。

題姚察撰《梁書帝紀》。姚振宗認為，“此《帝紀》七卷蓋卽姚思廉藍本之僅存者”，
也就是說，姚察撰梁、陳二史而“未畢功”，
梁史蓋僅有此《梁書帝紀》七卷，故姚思廉須“采谢炅、顾野王等诸家言”，以續成父書。《隋志》有不著撰人《梁帝紀》七卷，疑即此書之重出。

題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撰《梁典》三十卷。據《陳書•何之元傳》，侯景舉兵反之時，何之元為武陵王蕭紀參軍，後為梁敬帝諮議參軍，後又仕陳，尋“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卷，號曰《梁典》”。
何之元並未身經臺城之戰及江陵之陷，且其書乃為“草創”之作，恐不能詳實也。

題陳征南諮議陰僧仁撰《梁撮要》三十卷。陰僧仁，史書無傳，始末未詳，既非梁陳要臣，其書之參考價值或許有限。

題梁長沙蕃王蕭韶撰《梁太清紀》十卷。蕭繹授意梁宗室蕭韶撰《梁太清紀》，蕭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之”。姚思廉撰梁、陳二史，均未載此書，可見不知或並不看重此“非實錄”之書。

題劉仲威撰《梁承聖中興略》十卷。梁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立蕭繹孫蕭莊以奉梁嗣。第二年，即後為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後終於鄴中。“承聖”是梁元帝年號，劉仲威此書當是記錄蕭繹承帝業之事，然姚思廉撰《陳書•劉仲戚傳》，不載其撰《梁承聖中興略》，恐不知此書。

不題撰人《梁末代紀》一卷。未能詳考，然此書只有一卷，史料必有限。

題臧嚴撰《棲鳳春秋》五卷。《梁書•文學傳》記臧嚴侍湘東王讀，“王遷江州，爲鎭南諮議參軍，卒官”。
而據《梁書•元帝紀》，湘東王蕭繹任江州刺史，時在大同六年至太清元年間。姚振宗據此認為臧嚴卒於斯時，則臧嚴此書亦必不及太清之後的侯景之亂。

與本文第二章對入周南士所撰梁史的考察對比可知，以上十一部書（除重出一部），在記錄侯景之亂上，其史料價值並不如前者。
附表 《哀江南賦》與《觀我生賦》史事對比
	
	庾信《哀江南賦》
	顏之推《觀我生賦》

	梁武帝養子蕭正德心懷奸逆，篡逆附賊。
	始則王子召戎，奸臣介冑。既官政而離逖，遂師言而洩漏。
	養傅翼之飛獸（自注：“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命，遂為反叛之基。”），子貪心之野狼（自注：“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為嗣，生昭明後，正德還本，持封臨賀王，猶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初召禍於絕域，重發釁於蕭牆（自注：“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為主，以攻台城。”）。

	侯景圍城，百道攻城，晝夜不息；梁武帝身被困逼，正月不視朝。
	天子履端廢朝，單於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
	

	援兵不力，各懷私心而作觀望之姿。
	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

	雖萬裡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鎩，向王路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搤吭，嗟將相之骨鯁，皆屈體於犬羊（自注：“台城陷，援軍並問訊二宮，致敬于侯景也。”）。

	王琳運米未達而臺城陷，羊鴉仁亦為賊所敗。
	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搖羽扇。
	

	臺城被圍，蕭綱放紙鳶求援。
	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
	

	韋粲兄弟抗敵，皆戰死。
	護軍慷慨，忠能死節。

	

	江子一兄弟三人抗敵，亦皆戰死。侯景歸子一之元，面如生。
	三世為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淒愴。
	

	羊侃善於防守，不幸疾卒。
	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雲亡。
	

	柳仲禮始能英勇抗敵，終則喪節於侯景，身名兩失。
	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冑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

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台之仗。
	

	邵陵王蕭綸敗於侯景。
	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飆懍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船。才子併命，俱非百年。
	

	侯景餓死梁武帝並惡葬之，又弒殺蕭綱。
	探雀騺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
	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
賊棄甲而來複，肆觜距之鵰鳶，積假履而弒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于四月，奚聞道之十年！

	蕭繹與蕭統之子蕭譽、蕭詧叔侄不合，蕭牆內禍不息。
	
	閑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自注：“河東、嶽陽皆昭明子。”），遽自戰於其地，豈大勳之暇集。子既損而侄攻，昆亦圍而叔襲。（自注：“孝元以河東不供船艎，乃遣世子方等為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群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為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嶽陽宣言大獵，即擁眾襲荊州，求解湘州之圍。）

	蕭繹遣子蕭方諸守郢州，守城無備，為賊所襲而敗。
	
	繄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自注：“中撫軍時年十五。”）；愾敷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名。仗禦武于文吏（自注：“以虞預為郢州司馬，領城防事。”），委軍政于儒生（自注：“以鮑泉為郢州行事，總攝州府也。”）。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向栩拱以臨兵（自注：“任約為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艦弊漏，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州，城預無備，故陷賊。”）。

	褚顯族、杜岸兄弟倒戈歸降蕭繹，蕭譽兄弟敗。
	
	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自注：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嶽陽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據投嶽陽，所以湘州見陷也。”）。

	王僧辯、胡僧祐禦侯景，陸法和擒任約，杜龕擒宋子仙。
	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
司徒之表裡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
	懿永甯之龍蟠（自注：“永甯公王僧辯據巴陵城，善於守禦，景不能進。”） ,奇護軍之電掃（自注：“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湖，景退走，大潰。”）。

	蕭繹馳檄討侯景，平侯景之亂，承帝業於江陵。
	於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沈白馬而誓眾，負黃龍而度湘。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熏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為燈，飲頭為器。

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
	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艅艎，北徵兵于漢曲，南發餫於衡陽（自注：“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並隸荊州都督府。”）。

及荊王之定霸，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于夏汭（自注：“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甯度方諸為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郢州刺史，以盛聲勢。”）。

西土之有眾，資方叔以薄伐（自注：“永甯公以司徒為大都督。”）；撫鳴劍而雷吒，振雄旗而雲窣；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掛郅支於北闕（自注：“既斬侯景，烹屍於建業市，百姓食之，至於肉盡齕骨。傳首荊州，懸於都街。”）。吊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

	蕭繹拔逆黨以攻巴蜀，斬武陵王蕭紀，又使邵陵王蕭綸見戮於魏。
	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搜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荊門遭廩延之戮，夏首濫逵泉之誅。
	屬瀟、湘之負罪（自注：“陸納。”盧文弨曰：“瀟、湘二水名，在荊南。梁書元帝紀：‘大寶三年冬，執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內，琳副將殷宴下獄死，林州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襲陷湘州。’”），兼岷、峨之自王（自注：“武陵王。”盧文弨曰：“岷、峨，蜀二山名；武陵王紀為益州刺史，蜀地也。紀傳：‘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將圖荊、陝。時陸納未平，蜀軍複逼，世祖憂焉。既而納平，樊猛獲紀，殺之於硤口。’”）

	蕭詧請附於西魏，西魏伐江陵，詧以兵會之。
	下江余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
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
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
	

	西魏伐陷江陵，胡僧祐等戰死，蕭繹焚書，與湣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皆見害。
	周含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遝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

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乎群帥。硎阱折拉，鷹鸇批拂。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

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荊山鵲飛而玉碎，隨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
	驚北風之複起，慘南歌之不暢（自注：“秦兵繼來。”），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自注：“孝元自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為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必敗。”），徒有道而師直，無名之不抗（自注：“孝元與宇文丞相斷金結和，無何見滅，是師出無名。”）。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自注：“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複書府。”）。

	王僧辯納蕭淵明為梁嗣，以致見戮於陳霸先。
	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
	

	陳霸先篡位，梁禪代。
	有媯之後，遂育於薑。輸我神器，居為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
	

	災異及其他
	白虹貫日，蒼鷹擊殿。
《梁書·武帝紀》：（太清）二月己卯，白虹貫日。……（十一月）又白虹貫日。
	

	
	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梁書·侯景傳》：普通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
	


附論 《哀江南賦》作於庾信預麟趾殿校書之年考

《哀江南賦》是庾信“鄉關之思”分量最重的一篇作品。此賦之作年，清代倪璠《庾子山集注》繫於周武帝天和年間（公元556-572年）。陳寅恪先生《讀<哀江南賦>》一文
，以西魏取江陵（梁承聖三年，公元554年）為基點，進行“天道周星”的推算：歲星一周后為566年，是年王褒健在，庾信與之齊名，不宜有“靈光巋然”之語。故只能為歲星再周的578年。此年王褒已卒，庾信六十六歲，也已逾暮齒之年。《哀江南賦》作於暮年說，學界雖有質疑的聲音，
然多信從陳寅恪先生的考證。

然陳寅恪先生關於《哀江南賦》中“天道周星”的推算，有兩點尚容商榷。

其一，“天道周星”的推算基點應當是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舉兵反、攻至京城，亦即賦序所謂“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而非梁元帝承聖三年（公元554年）西魏取江陵之時。梁代京都金陵瓦解在前，而中興之都江陵陷落在後，而以後者為“天道周星”的推算基點，不甚妥當。現將賦序起首至“天道周星”句完整抄錄如下：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

此段全為追敘始於侯景之亂的經歷，僅從行文邏輯看，“天道周星”當爲對前面整段經歷的總結。庾信在其他作品中屢次以“大盜移國，金陵瓦解”為標誌性年份，如《小園賦》“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
再如同樣流寓北周的柳遐，庾信為其撰墓誌銘，云“及乎大盜移國，王室騷然，月動星搖，雲平虹直”；
再如《傷心賦》云“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生民塗炭”。
庾信將“金陵瓦解”視為標誌性年份，實際上乃視之為亡國之年。不止庾信一人，顏之推亦是如此，其《觀我生賦》“予一生而三化”，顏之推自注曰：“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為亡國之人。” 王利器據此考證該賦作於齊亡入周之時。
可見顏之推將侯景陷金陵、西魏取江陵及北周滅北齊，視為三次亡國。

另外，梁武帝蕭衍廟號為高祖，簡文帝蕭綱廟號為太宗，梁元帝蕭繹廟號不稱“高宗”、“中宗”而稱“世祖”，或以其遷都江陵為梁朝之“中興”，如東漢之光武帝？況且，金陵亡，有梁元帝蕭繹為後嗣；江陵陷，有梁敬帝蕭方智為後嗣。何以江陵陷為亡國，金陵亡則非亡國？

對庾信個人來說，梁武帝時的“金陵瓦解”給予他的心靈震撼，也許要遠遠深於梁元帝的“中興道銷”。“戊辰之年”即梁武帝太清二年。是年八月，侯景舉兵反；十月（即“建亥之月”）侯景兵至梁都建鄴。此時建康令庾信受簡文帝命，領兵營於朱雀航。時年三十六歲、“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的庾信，有著早年“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的自信，然而緊接著發生的事，卻足以讓他在整個後半生背負起沈重的負罪感：

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宫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宫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弃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

庾信不僅是這場大災亂的親歷者，更是直面侯景軍隊的第一人，甚至是未戰而退的第一個敗將。《哀江南賦》賦首的“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倪璠注引《周書·庾信傳》“侯景至，信以眾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江陵”，認為“竄身荒谷，公私塗炭”乃“言己去後，公室私門俱遭其塗炭也”。
於是我們才更明確，爲什麽後來庾信總是反復地表達“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爲什麽追敘梁末喪亂總是以“大盜移國”為紀。在庾信的記憶中, 臺城之陷實在是天地玄黃之大轉折。而“中興道銷，窮於甲戌”時，庾信已身在北方，江陵之陷並未親歷，未必能有金陵喪亂記憶之刻骨銘心。

其二，陳寅恪先生考辨“零落將盡，靈光巋然”，以王褒是否在世為準，頗為勉強
。現亦將“零落將盡，靈光巋然”句上下文抄錄如下：

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聞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危慮，端憂暮齒。

此段全敘家事而不及知交。“提挈老幼”指母親與兒孫輩；“零落將盡”當指兒孫相繼亡歿，即《傷心賦》所云“二男一女，并得勝衣，金陵喪亂，相繼淪歿……一女成人，一外孫孩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靈光巋然”則當指其老母親尚在。
庾信侍母至孝，“自攜老入關，亟移灰琯。烝烝色養，勤同扇席。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
其作品亦有不少提及母親，如《擬連珠》其四十一曰：

蓋聞水至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預論掃墓；羊舌之族，先知滅門。

倪璠注曰：“是子山有母，嚴嫗（筆者按：嚴延年之母）、叔姬（筆者按：羊舌之母），自喻其母之賢明也。此章喻庾氏世德，及己而衰，如水因流激而源濁，木為枝敗而根傷。嚴家五子，萬石未取其歡；羊舌四宗，三言盡識其敗。污吾世矣，負阿母矣，見子山蒸蒸色養之義焉。”《哀江南賦》此段亦是敘“庾氏世德，及己而衰”，“零落將盡，靈光巋然”
不僅敘庾氏兒孫相繼亡歿、獨有老母親尚在之事實，更有“負阿母”之深意在焉。

反之，若以“零落將盡，靈光巋然”兩句橫插一筆寫知交，則甚為突兀。何況庾信在北周交遊甚廣，王褒雖卒，庾季才等人尚在，也不宜稱“零落將盡，靈光巋然”。陳寅恪先生以為此二句喻知交，其誤乃本於倪璠注云“喻知交將盡，惟己獨存，若魯靈光矣”，不可從也。

陳寅恪認為沈炯作《歸魂賦》，影響頗大，經使臣由江左帶至關右，庾信得見此賦，實為作《哀江南賦》之直接動機。

今觀《歸魂賦》，其體制結構固與《哀江南賦》相類，其內容次第亦少差異。至其詞句如“而大盜之移國”、“斬蚩尤之旗”、“去莫敖之所縊”、“但望斗而觀牛”等，則更符同矣。頗疑南北通使，江左文章本可以流傳關右，何況初明失喜南歸之作，尤為子山思歸北客所亟欲一觀者耶？子山殆因緣機會，得見初明此賦。其作《哀江南賦》之直接動機，實在於是。

此說極是。關於《哀江南賦》的寫作，學界多注重考察庾信在北周之仕歷，而甚少關注南北文章流傳之迅速，對於形成一定創作環境的重要性。

《周書·王褒傳》云：

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筆者按：周弘正使周，時在周明帝武成二年，即公元560年)，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

陳寅恪先生認為，“史所謂‘褒等’自指子山之流。今庾子山集肆如別周尚書弘正，送別周尚書弘正二首
，重別周尚書二首等詩，俱可據以證知也”；且“子山圖歸舊國之心既切，則陳使之來，周使之返，茍蒙允許，必殷勤訪詢。南朝之消息，江左之文章，固可以因緣聞見也”。
此說極是。《擬連珠》其二十六曰：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羈旅之臣。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

璠注曰：“此章喻己鄉關之思也。周、陳之兩國通好，得與弘正相親；南北之流寓各還，獨並王褒不遣。此子山所以‘目極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也。”周弘正使周，不僅讓庾信有“親友會同，不妨懷撫悽愴”的感慨，而且“南朝之消息，江左之文章”，其中很可能就有沈炯的《歸魂賦》（據陳寅恪先生考證，沈炯於梁敬帝紹泰二年，即556年，自北周南歸，卒於陳武帝永定三年，即559年。則《歸魂賦》必作於此四年間，在周弘正出使北周之前）。庾信得見此賦，受之影響而作《哀江南賦》，該年是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年），與上文推算“天道周星”之年正好是同一年，自不當是巧合。

庾信相關詩文亦可佐證《哀江南賦》作於公元560年。《擬連珠》其四十四云：

蓋文三關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既旅，非才非智。是以烏江艤檝，知無路可歸；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

倪璠注曰：“此章喻己思歸雖切，而故國都非。梁元帝楚國已亡，江陵絕無歸路；陳武帝有媯既育，建鄴豈復為家。岳陽固有深讎，空存檥檝；石頭無非篡迹安用寄書？所以周、陳通好，流寓各歸，庾信、王褒雖惜而不遣乎，然終甘於漢之陵律也。”得其旨也。庾信於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作《送周尚書弘正二首》云“惟愁郭門外，應足數株松”，亦言己將終老北國。
《擬連珠》其四十四已云“無路可歸”，而《哀江南賦》猶言“非獨思歸之王子”，依常理，《哀江南賦》當作於《擬連珠》之前。而據學者考證，《擬連珠四十四首》作於庾信預麟趾殿學士較書時，即周武成二年（560年）至保定二年（562年）年間。
那麼，《哀江南賦》作於稍前的武成二年十二月，正與此照應。

《哀江南賦》作於“暮年”之印象的形成，很大原因是庾信在《哀江南賦》中說“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乃“追為此賦，聊以記言”。然而在作於入北之初的《竹杖賦》中，
恒宣武（指宇文泰）謂楚丘先生（庾信自指）“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
楚丘先生答語亦形容自己是“髪種種而愈落，眉髟髟而競長”、“予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
可見對於庾信，自己歷經一番喪亂流離，一入北土便已心憂而年老貌衰了。

《哀江南賦》云“日窮於紀，歲將復始”，倪璠注引《月令》曰：“十二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於天，數將歲終，歲旦更始。”
綜此，考訂《哀江南賦》實當作於周明帝武成二年，即公元560年十二月，比已普遍接受的陳寅恪先生的作於庾信暮年說（公元578年）早18年。此年庾信入北6年，《哀江南賦》當為其入北早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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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二史部二，民國師石山房叢書本。


�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清光緖元年湖北崇文書局刻三十三種叢書本。


�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二史部二，民國師石山房叢書本。


� 《周書·蕭大圜傳》，頁757。


� 《周書·蕭大圜傳》，頁759。


� 陳寅恪先生認為沈炯《歸魂賦》直接影響了庾信《哀江南賦》的創作，詳參附論。


� 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舉兵反。庾信以東宮司馬兼任建康令，率兵阻擋侯景叛軍，然頃刻即成梁朝首名逃將，侯景之亂亦使梁朝迅速步向敗亡。 公元549年，侯景陷宮城，梁武帝蕭衍卒，庾信西奔江陵。 公元552年，庾信在江陵始一見父庾肩吾，即遭父喪。公元554年，庾信出使西魏，適北軍南討，梁亡，遂羈北不返。接連的家國之敗，牢牢地與自身綁在一起，身世之悲與家國之痛，是擘不開的。此後十年，在詩文中，他不斷地吞吐、咀嚼這份悲痛。


� 金奚：《北朝文化對南朝文化的接納與反饋》，北京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頁143。


� 倪璠注以為劉儀同為劉臻，庾信研究者多有辨正，當爲劉璠，可參考金奚《北朝文化對南朝文化的接納與反饋》頁158及頁178。


� 金奚：《北朝文化對南朝文化的接納與反饋》，頁132-133。


� 裴儀同，倪璠注、金奚《北朝文化對南朝文化的接納與反饋》均認為是裴政，可參考金奚《北朝文化對南朝文化的接納與反饋》頁163-164。


� 庾信參與麟趾殿時與南士的交往，可以參考已有研究。金奚博士《北朝文化對南朝文化的接納與反饋》對入周南士在麟趾殿的文學活動作了考察。此博士論文注意到“庾信入周後的作品中，存在兩種差別甚大的詩風，即繼承自梁的綺麗宮體詩風和其最為人所稱道的老成剛健詩風，歷來研究者對這種分歧多有討論，例如徐寶余認為‘庾信與北朝諸王的詩文來往也只是以純粹文學侍從的身份進行，他與北朝諸王的詩文唱和與他自抒胸臆之詞有著明顯的區別。其唱和詩文呈現出綺艷的風格，甚至夾有宮體詩風。……而自抒胸臆的作品卻是感情跌宕，風格剛健’”，並對此作了分析，認為這是因為以麟趾殿校書為契機，入周南士形成了一個封閉的文學團體。


庾信與北人的詩歌唱和應酬作品雖然數量不少，但“在題材上並沒有對齊梁以及之前的唱和詩有所超越，風格也以清逸綺麗的齊梁詩風為主，偶爾有激昂雄壯的作品，卻也並不是抒發自己的感情，而是用於訟美諸王戰功”，這些詩作“與其在梁時的創作並無本質差別，並且極少表現出庾信本人的感情”。 


庾信與南人的“私下集會或遙和作品，卻展現出大相徑庭的面貌。這一類詩增加了贈別、悼念和抒懷言志等幾大類題材類型”，“貧、病、衰、求隱、以及往往與離別之情融為一身的亡國之恨與鄉關之思等”幾個主體在這類詩中反復出現。


這種斷裂“並非僅出現於庾信作品中，在王褒的唱和詩中同樣清晰地存在”。“雖然其他入周南人的作品保存極少，但通過庾信王褒的詩作可以看出，在入周南人內部應酬中，這一類型的作品是普遍存在的。”


“入北南人在與北人唱和及南人內部唱和的作品中所存在的明顯斷層，明確地顯示出他們雖然在北二十餘年，但始終並未真正融入北周社會，而是始終固守著南人小群體。”《隋書》卷八七《藝術傳•庾季才傳》曰：“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季才）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瑴、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bian之徒，雖為後進，亦申款遊。”這一文學集團的成員均為入北南人，其封閉性與排他性可見一斑。


庾信等人晚年詩風的變化，“并非通過和北方文化圈交流而實現，而是一群南人以北方文化環境和自身的共同情感及生活現狀為基礎，自行摸索出來的”，“入北南人在相當封閉，幾乎沒有北人進入的本集團文化圈中打破梁朝詩歌以輕艷詩風占絕對主導，以娛樂作為主要寫作目的的固有模式，恢復魏晉乃至之前詩歌的押韻方式和述懷言志傳統的文學活動”，“由於麟趾殿以南士為主體，為南方士子文學集團提供了集會場所，因此很多南人間的文學交流是在此地”。


� 徐寶余《庾信研究》認為，“庾信的史家意識又是與當時社會上所普遍存在的撰史風氣分不開的”，他根據清人章宗源、姚振宗的《隋書經籍志考證》史部部份，考察發現“自兩晉始撰史的風氣特別興盛，遠遠超過漢魏人的著述”。就正史、古史、雜史三類，“據章、姚二人的考證，自晉至隋正史類有五十一種，古史類有三十一種，雜事類有三十七種。其中梁人的著作分別有十八種、五種和九種。它們主要分佈在音注訊釋及近代史編纂方面。對於近代史的編纂，梁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晉史有蕭子云、蕭子顯、沈約、張緬四家，宋史有沈約、王琰、裴子野、謝綽四家，齊史有蕭子顯、劉陟、沈約、江淹、吳均五家，梁史有謝吳、蕭韶、周興嗣三家。說明近代史的編纂已經引起梁代史家們普遍的重視”。（徐寶余：《庾信研究》，學林出版社2003年版，頁122。）


徐寶余還注意到，“南朝私家撰史有著一股潛流。如梁代的裴子野撰《宋略》，《梁書》本傳載：‘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吳均撰《齊春秋》，《南史•文學傳》載：‘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书称帝爲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唯列传未就，卒。’又，隋人王劭撰《齊志》，《隋書•王劭傳》云：‘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忧去职，在家著《齐书》。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书，览而悦之。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這一條從另一方面說明私家撰史在南朝的風行。”（徐寶余：《庾信研究》，頁123。）


� 徐寶余：《庾信研究》，學林出版社2003年版，頁109-110。


� 徐寶余：《庾信研究》，頁124-125。


� 庾信入北的前十年，途窮家貧。有高官美宦之空官銜，反成處身之尷尬；無具體任職之利益，更添生活之拮据。不朝不野，一顆深心無處表白，只有訴諸筆端。公元554年江陵敗亡之前夕，庾信作《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公元555年梁運將盡，至557年陳朝代梁之間，庾信“從官非官，歸田不田” 最尷尬的時日，作《和張侍中述懷》及《小園賦》、《枯樹賦》、《竹杖賦》。其間公元556年，梁將王琳向西魏請歸梁元帝與愍懷太子之柩，庾信作《寄王琳》，詩云：“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公元557年，繼二男一女淪歿於金陵喪亂之後，庾信又失去一女一長孫。此年陳代梁，庾信作《傷心賦》，“雖傷弱子，亦悼亡國也”。公元558年，梁宗室蕭永卒，庾信作《思舊銘》悼之。公元560年，庾信與王褒、庾季才等人並為麟趾學士，預麟趾殿校書。此年舊交周弘正自陳使周，南北交好。庾信作《擬連珠》四十四首，《哀江南賦》也可能作於此年末。公元562年，羈留三年的周弘正自周返陳，庾信作《別周尚書弘正》、《送周尚書弘正》、《重別周尚書》。公元564年，庾信出任弘農郡守，《擬詠懷》二十七首至晚完成於是年。


公元564年短暫出任弘農郡守之前，庾信在北朝並無實際任職。北周待梁代舊臣縱然客氣，到底視其為“非我族類”。最初十幾年間，只與美爵不與實職，不獨庾信一人，王褒并蕭撝、蕭圓肅等亦是如此。 庾信的創作心境，顛沛縈徊於身世之悲、家國之痛，至少長貫入北之前十年。


� 劉昫：《舊唐書·姚思廉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頁2592。


� 《舊唐書·姚思廉傳》，頁2593。


� 《隋書·經籍志》作謝吳。


� 《隋志》另有不著撰人《梁帝紀》七卷，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疑即此書，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亦認為是重出。


� 《舊唐書·姚思廉傳》，頁2593。


� 《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作“謝昊”，姚振宗引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曰：“吳與昊字形相涉，未知孰是。”


� 姚思廉：《陳書•許亨傳》，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459。


� 令狐德棻：《隋書•許善心傳》，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1424。


� 據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一史部一，民國師石山房叢書本。


� 據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亦認為是重出。


� 《陳書·姚察傳》，頁354。


� 據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一史部一，民國師石山房叢書本。


� 《陳書·何之元傳》，頁466。


� 姚思廉：《梁書•臧嚴傳》，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719。


� 收錄于陳寅恪《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日本學者網祐次《論庾信》提出《哀江南賦》是庾信入北的早期作品。魯同群《庾信入北仕歷及其主要作品的寫作年代》亦持此說，認為庾信出使西魏在公元554年，三年後即557年十二月作此賦，論據是梁敬帝之死不見反映（558年4月被殺），而且從557年以後的大小史事均未言及，說明所謂賦史的《哀江南賦》的寫作時間不肯能在557年以後。魯同群還認為庾信作賦動機在向北周求官，而非表達“鄉關之思”（參考劉躍進《中古文學文獻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頁218；魯同群《庾信入北仕歷及其主要作品的寫作年代》，《文史》1983年，第19辑）。林怡《庾信研究》則考證公元565年庾信遭母喪，565年至567年間庾信守母喪，《哀江南賦》當作於庾信服母喪之時，566年距西魏取江陵正好12年，符合“天道周星”說（林怡《庾信研究》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94。


�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29-30。


� 《周大將軍文嘉公柳遐墓誌》，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994。


� 《傷心賦》，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58。


� 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頁623。


� 《周書·庾信傳》，中華書局1971年版，頁733。


� 《資治通鑒》卷一六一梁紀十七武帝太清二年。


�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94-95。


� 何況庾信在北周交遊甚廣，王褒雖卒，庾季才等人尚在，也不宜稱“零落將盡，靈光巋然”，可見非指知交。


�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169。


� 參考魯同群《庾信入北仕歷及其主要作品的寫作年代》說。另據林怡《庾信研究》考證，庾信於周保定五年（公元565年）遭母喪，則其母親周明帝武成年間（公元559-560年）尚在。


� 《滕王逌原序》，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65。


�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620。


� “靈光巋然”出自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早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墮壞，而靈光巋然獨存。”庾信用以喻兒孫皆歿，惟母獨存，若魯靈光矣。


� 陳寅恪《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頁464。


� 例如《陳書·徐陵傳》云“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王瑤先生認為“所謂‘被之華夷’自然是指風行南北的” ，並指出文章的南北流通，使得徐庾雖地處南北，作品卻可互相影響觀摩，這促使了他們文體作風的近似（ 王瑤《徐庾與駢體》，收錄于《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頁288）。


� 應為《送周尚書弘正二首》。


� 陳寅恪《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頁462-463。


�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610。


� 另外，《周書•杜杲傳》云：“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陳寅恪先生引之，認為此次通使陳文帝請歸王褒、庾信等人，被杜杲婉言拒絕，庾信聞知，乃以之為《哀江南賦》賦末句“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之“今典”。然此說不甚妥當。首先，“咸陽布衣”乃當時文士熟用之典，以此考訂作年恐不甚妥；其次，庾信在《哀江南賦》中斥陳霸先篡位為“無賴之子弟”，若再稱陳文帝之弟陳頊為“思歸王子”，甚不近於情理。且梁亡之后，蕭氏子孫流寓北土者人數眾多。稱蕭氏子孫為“王子”， 庾信集中亦多有例證。如《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序云“楚頃襄之愛子，即布衣而戍谷”，正用咸陽布衣之典，銘文云“嗟南國之王子，成東陵之故侯”，即稱梁武帝之孫、潘陽王蕭恢之子蕭世怡為“王子”；又如《思舊銘》之“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喻梁宗室觀寧侯蕭永之流寓北周，亦用“咸陽布衣”之典。《哀江南賦》用此典，當與陳頊南歸無關。


�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版，頁622-623。


� 牛貴琥《庾信入北的實際情況及與作品的關係》，《文學遺產》2000年第5期。牛氏主要依據《擬連珠》第二十七首“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周明帝保定二年，即560年，庾信五十歲），及其中多有表達才用不得其所的不滿（如第三十首“蓋聞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中牟之甯越，徒勞不眠”；第三十五首“蓋聞明鏡蒸食，未為得所；干將補履，尤可傷嗟。是以氣足凌雲，不應為武騎；才堪王佐，不宜直放長沙”；第三十六首“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暴虎馮河。是以輕則鴻毛沉水，重則磐石凌波”），正與《周書·于翼傳》記載庾信等在麟趾殿與“卑鄙之徒同為學士”、“ 与趋走同侪”的情況相合。


� 賦中以恒宣武指宇文泰，泰卒於556年十月，故當作於此前。


�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版，頁35。


�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版，頁37。


�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2006版，頁169-170。







